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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华北乡村田宅交易中的“水”
王正华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摘要:文章利用清华馆藏晋南 5 个村落的清代契约文书、华北已刊契约碑刻及正史方志等材料,将与土

地经营和农户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地、水分、水路、水道、滴水纳入田宅交易的研究视野中。 对于土地交易而

言,有无稳定灌溉水源直接影响土地交易的方式和价格,此点也成为赋税科则的划分标准之一。 在体系化、
网络化的水权管理分配体系之中,水分的获得与实际灌溉用水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水分单独

买卖出现,官府和民间组织从社会稳定、保证赋税征收的角度出发,予以禁止,二者的张力共同导致水分单

独出卖和地水一同出卖并存的现象。 此外,在土地交易中对于个人拥有的灌溉水路使用权往往进行明确的

说明和规定。 对于房屋交易而言,农户房院直接进行排水的水道属于个人所有,于交易时附加解释。 滴水

作为排水和边界的两项功能,使其在邻里纠纷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交易时按照民间习惯加以特别

说明,以保证乡村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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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水观察中国历史,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涉及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环境史等多个学

科,研究地域也跨中国多个大区。 历史学之中最为突出的当为“水利社会史”“水上人群”的相关研究,
其中也多涉及水权问题。 水利社会史以山陕地区研究为代表,尤以山西大学行龙、张俊峰、胡英泽、郝
平等学者的研究最为典型,其研究视角由“治水社会”转向“水利社会” [1] ,从类型学角度出发,将河流、
泉水、山洪、湖水四种水源形态对应的区域社会称为“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湖域社会”,
认为“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中叶以来是山西区域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 。 研究内容涉及社会

经济、组织结构、文化信仰等诸多内容[3] 。 值得注意的是张俊峰、郝平二人近期的研究成果。 张氏在研

究水案的过程中逐渐从产权视角出发关注水权问题,尤重水权的形成与分配过程、水权所有权与使用

权分离、集体水权与私人水权互动[4-7] 。 近年来,山西大学承担了国家清史项目“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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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搜集与整理”,并整理出版了《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选编》,收录清代山西约 5
 

000 余件契约文

书[8] 。 基于材料的补充发现,张氏利用契约、水碑等资料,将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

分为公水交易和私水交易,进而公水交易分为公水私卖和公水公卖,私水交易分为地水结合与地水分

离,认为在保证国家赋税的前提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

能与趋势[9] 。 而郝氏则是在分析清代山西土地价格划分土地类型时,提及水地、井渠地等[10] 。
 

“水上

人群”的研究地域则包括山东运河沿岸、两湖地区、鄱阳湖等湖区,以及华南沿海等地区,从水域重新审

视人们日常生活中国家与社会、各类人群之间的博弈及形成的规范与秩序,是当前该视角力图解决的

主要问题,其中也多牵扯关于与田面田底相对应的水面水底(湖地)等业权问题[11-14] 。
这两个视角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都力图从土地之外的水出发,重新审视历史问题。 其实水上

陆地只是人类生活的不同地理环境,且可相互转化,而人是流动的,社会是复合的,二者不可避免地相

互融合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点对于目前传统土地问题研究而言,甚有启发。 在传统土地问题

研究中,对水的关注大多是从水利与农业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出发,此便是“水利社会史”
研究的源头和脉络。 而关于水在陆地上的形态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 本文即试图利用清

华馆藏晋南 5 个村落的清代契约文书、华北已刊契约碑刻,结合正史方志等诸多史料,讨论在清代华北

地区土地交易和房院交易过程中针对“水”的处理及其对交易的影响。 进而提出一方面我们需要引入

新的视角来关注田宅交易,另一方面也需要将田宅交易扩展至财产交易,才能更好地理解传统时代乡

村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

一、引入:土地交易中的“水地”“水分”与“水路”

近年来,清华图书馆致力于收藏华北地区的契约文书,尤以山西为重,目前已逾计 8 万余件,笔者

几乎全程参与了文书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其中山西地区的归户文书已达数百户,而晋南汾河流域的归

户文书尤多。 因而,既是从史料的实际情况出发,亦为了更好地集中讨论“水”对于土地交易过程的影

响,此处选取清代晋南汾河流域这一时空,主要利用已收的襄陵、太平(今合为襄汾县)二县的五包归

户文书中的清代文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此五包归户文书分别为太平县上鲁村郭氏文书 30 件

(编号为 ts+数字)、太平县古城镇李氏文书 46 件(编号为 tg+数字),襄陵县荆村霍氏文书 28 件(编号

为 xc+数字)、襄陵县赤邓村郑氏文书 17 件(编号为 xs+数字)、襄陵县东张村张氏文书 3 件(编号为 xd
+数字),共 124 件 ( 只包括清代),时段上至明万历三十五年 ( 1607 年),下至清光绪二十七

年(1901 年)。
(一)水地

襄陵、太平二县在明清时代均隶属于平阳府,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地
势东西高而中间低,周有诸山,中间汾河流过,汾河两岸地形平坦,多为平地。 其灌溉用水包括河水、山
洪水、泉水、井水等多种来源。 交易土地在契约中的称呼多种多样,如平地、水地、坡地、园地、井水地、
场地、困地、厕地、枣林地、蒲桃园地、坟地、白地、青苗地等。 其分类标准大致可以理解为四个维度:(1)
制度规定;(2)土地类型;(3)土地用途;(4)土地状况。 其中水地(井水地)等称呼,主要是指拥有稳定

灌溉水源的土地,质量较高。 如襄陵荆村编号为 xc01 的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xc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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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xc01 号文书

再如 xc34 号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xc34[E]):

图 2　 xc34 号文书

其中“井水地”“水地”等词和“平地”等相对。 不同土地类型涉及交易方式和价格,不同类型的土

地买卖价格不同。 但由于银钱换算、不同银钱、亩制以及土地的个体性差异直接影响到交易价格,且价

格本身还受到市场的影响等原因,此处不对具体地价变化进行探讨。 民国初年襄陵县对于屯田的处理

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土地价格的差异:
民国五年(1916 年),清理官产总局认屯田为官产,拟定投标变卖。 因屯民耕种日久,侭

屯民承买,县知事将水地作价一千六百文,平地作价八百文,堿地作价四百文,屯民全数承买,
永为箇人私产,粮银照原数完纳,村中人立碑记其事,公署亦有案可稽。[15]124-125

很明显,水地价格远高于平地、堿地等,源于土地质量高低不同。 而从制度规定而言,土地类型主

要涉及赋税征收与处置。 针对不同类型的土地,官府有着不同科则的规定。 明代襄陵县“原额民田,田
分八则,曰清水稻田雷鸣井园平坡,共地四千四百七十四顷三十四亩有奇” [15]99-100。 当地“雷地无多,
井田仅系少数” [15]143。 由于当地灌溉水源并不平稳,尤其是山洪水,因而常会出现水冲沙压的情况,襄
陵县在光绪五年(1879 年)曾清查“四乡水冲沙压盐堿民田荒地共二十三顷九亩三分零” [15]102。 在乾

隆《太平县志》中则将土地分为“上等稻地”“上等水苇地”“上次等平地”“中等坡地”“下等沙滩鹹地”
“屯田”(中色) [16]178-181。 将土地等级与以自然属性区分的土地类型结合起来,以划分不同的赋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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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成为政府赋税征收处置的常态做法。 对于土地分类而言,有无固定的水源,便成为一大标准,水地、
雷地(雷鸣地)、井水地类型的出现即源于此。

(二)水分

水源的灌溉是当地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地灌溉用水存在利用河水、山洪水、泉水、井水等

多种形式,这和当地自然环境相关。 襄陵县“东依崇山,西据姑射,汾流经其中。 见山西通志。 左障汾

流,右凭姑射,前收晋绛之雄,后拥洪霍之固。 村墟麟次,土沃风饶。 见平阳府志。 南瞰绛稷之墟,北凭

霍嶽之雄。 见旧志” [15]63-64。 其“东关外汾水”,“过境者见附郭尽系水田,不知平河之利襄陵仅占南面

一部分而已” [15]39。 就县境整体而言,“邑之东北西三面约里许即临汾界,惟南面附郭十余村享平河暨

娥皇女英等泉之水利者,农产颇称饶裕,此外雷地无多,井田仅系少数,生斯土者,守出作入息之常,丰
年足以自给,歉岁不能自存” [15]143。 平河乃是平山流出泉水之称,“平山姑射分支,其山下出泉,派分十

二官河灌临襄二县民田,建祠崇祀,敕封为平水泉之神,即今之龙子祠” [15]86。 再看太平县,“东襟汾水,
西枕姑峰,崇冈大阜拱于南,雄镇严关卫于北,土沃风饶,河东胜地” [16]88。 而其中“汾水在县东二十五

里,自襄陵来,入邑境流逕三十余里而南,西岸入绛州界,东岸入曲沃界,夹岸居民艳滩田之利,亦苦崩

啮之患” [16]91。
襄陵县的沟渠有多条,“襄陵平水灌溉县城南各村,其余渠汧泉源,或灌一二村”,至于清末,当地

沟洫有南横渠、中渠、高石河、李郭渠、沙渠、贾朱汧、洞子汧、西王汧、关良汧、漹沟汧、阡陌汧、雀水汧、
焦家峪汧、长泊涧、牛角汧、小石涧、藕池泉、黑水泉、茂水泉、南濠泉、圪堆泉、坡儿泉、蒲河、娥皇泉、女
英泉、聚水泉、溥利渠。 同样,太平县也有诸多灌溉用的沟渠,在乾隆四十年(1775 年)《太平县志》中所

载沟渠即包括霍都峪涧、尉壁峪涧、大柴峪涧、煤峪涧、灵源泉、清水泉、焦村泉、白公渠、龙谷水、神泉、
古兴泉、下尉泉、胜水泉、白波泉、天井水、九汧等。 其不单单是就沟渠进行描述,而且关于用水分配也

有清晰的介绍[16]92-96。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当地的涧、渠、泉水开凿于不同时期,最早为金皇统年间,之
后两次高峰当为明中叶和清康乾时期。 这些涧、渠、泉的分流便称为汧。 多由地方官员主导进行,地方

士绅辅助。 襄陵县亦然,例如前文提到的襄陵县的溥利渠,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有县按地亩

起夫摊款而成。 并且当地不断改进灌溉技术,明嘉靖年间赵宗仁仿照江南,造水车七具,灌地二千余

亩,布政使孔天胤做《肇兴水利记》以载其事[16]561-564。 但水渠的灌溉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
一方面,不同的水渠受到水量的影响,所能灌溉的范围有大有小;另一方面,受到环境的变迁,水道和水

量容易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发展。 水量过小,灌溉不够,水量过大,容易引发涝灾,破坏生产,
“水冲沙压”地的形成即源于此。 由于水资源的有限以及不稳定性等因素,引发了不少的诉讼,由此便

需要确定各村所受水分。 即“然利在则争,连阡共陌之众,甚有操戈相向者,惟严定其受水之数,庶不至

以养人者害人也” [16]93。 由此,不同的涧、渠、泉下分成不同的汧,各个汧灌溉一定范围内的村落,村落

之间以灌溉时日等为单位标准确定水分。 至此,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当地灌溉用水分配管理的机制,
当地遗存的碑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关于尉壁峪,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六月所立《平阳府太平县为水利事碑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
年)事,就西中黄管道损坏无人修理影响灌溉一事议定,浇灌田亩,“设立渠长”,“每年轮流管束行事”,
并定“□□人将水不得卖于无分之家” [17]456。 道光十一年(1831 年)“水渠碑”载“前明宏治……帖,设
立九家渠长,各执一纸,奈代远年湮,积久弊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又奉县主面谕,订水利簿

二……本,司渠十六名,轮流管理,新旧更替,恪遵成宪,固有条不紊也”。 后附有总理、总渠、副渠、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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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乡约等人的姓名[17]399。 至于道光十七年(1837 年),又立“水利碑”,提及“官立水利印红簿□样二

本,南北分执”,但经理者“或念亲戚之谊,或顾相爱之情,或柔懦不振而畏难苟安,或推诿不前而奉行

故事,执一己臆,尤废合渠之大典,遂致渠规紊乱,竟不可言”。 因而于时重新维修水渠,恢复渠规,后有

总理、总渠公直、司渠、帮渠、乡约、沟头、庄头、主持姓名[17]425。 尽管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试图

建立一套完整的水渠修建管理模式,但是仍然出现很多问题,不得不屡次制规确认。 就堤堰的维修而

言,尉壁峪水所流尉村、盘桃、南焦彭、北焦彭、西姚等村于雍正至乾隆初年之间发生多次纠纷[17]260。 而

东张村、上西梁村、吉山庄村因涧河水灌溉分配使用在民国时期依然纷争不断[17]575。 关于霍都峪,嘉
靖九年(1530 年)所立《襄陵县京安镇五里永利水条碑记》载,大元泰定四年(1327 年),京安“因西山豁

都峪雷鸣水发,奉旨开创关良大汧一条,与太平县侯、姚等村分渠使水”。 嘉靖年间,在官府主导下,当
地清夫均地、续造水册、重开汧道、隔弊息争,以开水源:

该镇士民照地亩均编……由是遵古初旧规,每夫一名均地三十亩,一律兴工,轮流浇灌,
上满下溢,周而复始,照黄册例十年一造,永为定制。 甲戌正月,聚众会议,自汧口向西南斜砌

滚堰长三十余丈,吉卜二月朔日破土动工,陆续修理,埋根深丈余,明露五尺,阔厚三丈,钱粮

照公报地亩征取,其工浩大,费用甚繁。 至于奸辞不兴工者,告成后自当永世不容浇灌,有敢

违反妄生遗议者,定以变乱水利呈县,依例重究不贷。[17]85

但京安仍“以水利搆讼,累年不息” [16]435。 灵源泉在太平陈郭村中,原出于村西涧中,明嘉靖年间

为尉壁峪雷水冲压,泉遂淤塞。 顺治九年(1652 年),洪水之后泉水重出。 康熙四年(1665 年),重修水

渠,“不论沙滩堿平,但用工者得使水。 即旧有水份,今不用功者,亦不得使水。 合计入工之地四百六十

余亩,按地起工”。 后又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多雨致使渠堤冲决,重修修葺,并订立水利规条“一,总
渠轮流浇地,鱼贯而下,周而复始,虽强梁不得攙越,违者,公罚神庙灯油银壹两;一,盗决水口,私自浇

地者,依照古例罚羊壹只;一,修理堤堰,照地出工,怠慢不到者,公罚银五钱,神庙公用” [17]187。
通过不同水渠的碑刻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明清两代,当地就水权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运行网络和

机制。 由官府来进行主持,民间力量为主导,主要解决三个问题:(1)水渠的开凿与维持。 只有参与者

才拥有水分,且水分不得买卖。 水渠毁坏之后,如果要维持水分,同样需要继续参与重新修建工作。 其

人员摊派按照地亩的份额,三十亩出一夫,资金来源同样按照地亩摊派的形式,类似于一种税的形式;
(2)水渠的分配与管理。 依靠渠簿(水利簿),定期编修,设立渠长,多为轮值,设置总渠、副渠、司渠、帮
渠等人员来进行管理。 由此在当地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水权管理分配系统。 其中水分问题最值得关

注。 水分的获得依靠最初水渠开凿的参与,无论是对于官方还是民间而言,为了保证水权系统的稳定,
都不支持水分的买卖。 张俊峰利用契约(尤其是水契)、水碑等资料认为在保证国家赋税前提下,山西

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9] 。 诚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清

代中后期水分单独出卖的情况。 但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到地水合一的情况仍然多见,这点在地契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 襄陵县赤邓村郑氏文书中有写明诸如“出入浇水依旧”者。 而在太平县古城镇李氏文

书中的地契均会写明“硖口子汧土木灰石一并相连”“出入行走浇漫并无阻碍”或者“硖口水分一并在

内”“硖口子汧轮流浇漫”“依旧行流浇漫”“闸口子汧,仍照旧章”等,另有专门注明“水冲沙纳”的处理

办法。 如 tg11 号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g11[E]):

072



王正华　 清代华北乡村田宅交易中的“水”

图 3　 tg11 号文书

平白地的典卖依然写明“依旧行流浇漫”,且“一应杂差、水冲沙纳,与种地人无干”。 如果说此条

对于水分说得还不够明确的话,再如 tg21 号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g21[E]):

图 4　 tg21 号文书

其中便明确写明“硖口水分一并在内”。 这里的“硖口”“汧”即是水口、水渠在当地的称呼。 我们

可以看到,土地交易过程中水分同土地的一同出卖、出典等现象普遍,即使至清晚期亦如此。 在不影响

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水分单独出售被允许,但一旦产生恶劣影响,便会以行政力量进行

干涉。 如道光年间朱次琦摄襄陵事时,即发现当地地水分离情况严重:

官襄陵时,县有平水,与临汾县分溉田亩,居民争利搆狱,数年不决。 次琦至,博询讼端,

则豪强垄断居奇,有有水无地者,有有地无水者,有地无水者,向无买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

有水无地者,向有买水券,虽无地得以市利。 于是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 又会临汾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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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躬亲履亩,两邑田相苦,税相直也。 迺定平水为四十分,县各取其半。 复于境内设四纲维持

之:曰水则,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门。 实行水田三万四百亩有奇,邑人立碑颂之。[18]

正是基于当地“有地无水”“有水无地”的现状,朱氏严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 这使得我

们思考,一方面,囿于实际灌溉用水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并无水分的土地经营者而言,水分的出售存在

着广泛的市场需求;但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维持用水分配的公平稳定有序,进而保证赋税征收,民间组

织出于减少纠纷等考虑,都对水分的单独出卖采取一种禁止的态度。 正是在二者的张力下,水分单独

出售与地水结合出卖的现象共存。

(三)水路

在以上关于水分的惯语被经常使用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将水分和水路本身区分来开。 所谓水

分,是指灌溉用水的使用权,而水路或者说“汧”“渠”等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还是土地问题,可称之为一

种过水的权利,二者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体。 但过水从时空意义上比水分在土地交易

中出现的情况更为普遍,“行流依旧”即是如此。 拥有水分,自然要将水引入农田,中间则少不了水渠

或水路的作用。 如 tg36 号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g36[E]):

图 5　 tg36 号文书

此契后批中明确写明“地旁有中立地叁么[亩],由此地过水,义不得阻挡,批照”。 即使李中立已

将土地卖与李敏义,仍要说明此地过水灌溉其他土地的权利依旧保留。 过水之地一般在当地称为“水

路”,如太平县古城镇编号为 tg23 的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g2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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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tg23 号文书

契约中明确写明“走路光照不得阻当,水路敏仁不得阻当”,与 tg36 号文书含义相同。 再如襄陵县

东张村 xd03 号文书(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xd03[E]):

图 7　 xd03 号文书

其中有提到“内有段续走路,张文明水路”,而土地四至中“北至张文明”。 即张文明地的灌溉用水

需从张宗武所卖之地过水。 其实“水路”的含义即是“过水渠路”,襄陵县赤邓村 xs10 号文书中有相关

说明(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xs10[E]):

图 8　 xs10 号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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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过水渠路”即是“水路”的含义。 水路与水分不同,本质上仍然是土地问题。 一般对于整

个村落而言,将水引入村落土地的主渠属“官”,即为一种公共财产,属于集体产权的范畴,但水渠在进

入农田时的各个“水路”的使用权则属于个人产权,当然也会出现共用的现象。

二、排出:房院交易过程中的“水道”及“滴水”

田宅本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交易物,田宅交易自然也存在着诸多差异。 而目前学界在论述时往往将

二者混同,实为一弊。 同劳作空间田地相同,在居住空间村落中百姓也存在将“水”进行人为改造管理

的各种形式,生活用水便是其一,胡英泽对其便已有很好的研究[19] ,茲不多述。 此处重点讨论百姓直

接的居住空间院落中的排水问题。 相比于城市排水问题而言,对于古代中国农村排水问题几乎不为学

界所论及,只能在建筑史、环境史等研究内容中偶有所见。 但对于当时百姓而言,如何排水是直接涉及

生存环境的一大问题。 华北地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多涝,因而在乡村社会中,百姓往往利用

“坑”“沟”等地理空间,结合村落地势,自家设计水道、水沟进行排水,另在屋后往往留有一定的“滴水”
空间。 在目前清华馆藏契约、华北已刊契约及碑刻等资料中我们多可见相关的记载。

(一)水道

这里的水道,与田地里的灌溉水渠不同,多存在于村落之中,各户修造,在村落中形成星罗棋布、大
大小小的排水网。 从农户宅院中出发,向外延伸,终点或为村落中的“坑”“沟”“塘”等,或至村外的地

势低洼或河湖等排水之处。 在房院发生交易时,往往会对水道进行特别说明,以免以后的纠纷。 如光

绪四年(1878 年)十一月十一日直隶涉县东达村任美立卖房契(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3244[E]):

图 9　 T3244 号文书

其中所提及的“水流行道依旧往来”即是对房屋买卖后排水水道使用权的说明与确认。 而在清代

保定的房契中,则多见“墙垣水道照旧行流”的说法,如嘉庆十四年(1809 年)东大寺李国彦卖房契:
立卖契人李国彦今将自己名下民业自己土平房共计四间,门窗过木,上下土木相连,墙

垣水道照旧行流。 凭官牙吴□□、孙□□说合出卖与马瑞名下永远为业,议定价清钱八十五

吊正。 其钱当日眼同官中人等全数交完,并无缺少。 日后倘有邻族人等争端,有业主原中人

一面承管。 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计开　 原买红契年久失落无存,日后找出作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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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东大寺前路南

东至坃,西至买主,南至□□,北至官街,在清苑县。
官中

 

(内有一枚印章) 　 　 　
 

邻佑
 

(内有一枚印章)
嘉庆十四年. . . 日立卖契人李国彦押同姑母贾李氏押、王李氏押。
原中　 王攀月押、安沛押、刘元祥押

三十□号,发在城房地牙行。[20]8

无论是“水流行道依旧往来”或是“墙垣水道照旧行流”,往往最后演变成契约固化格式内容的一

部分。 如“墙垣水道照旧行流”在清代保定房契中其实十分常见,雍正十一年(1733 年)北门内刘乙照、
刘文园卖房手写草契[20]1、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阁后路杨廷弼立卖房契[20]8、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高门刘氏立卖房契[20]17、道光十一年(1831 年)羊淑胡同田管氏仝子德昌、姪德昆立卖房契[20]31、道
光十三年(1833 年)潘肇吉立卖房契、[20]37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 延寿寺马云凤、马云鸣立卖房

契[20]54、光绪二年(1876 年)冯嘉瑞立卖房契[20]138、光绪三年(1877 年)车营坊李福、李贵同子姪明山、顺
春、玉山立推让卖官地民房契[20]146、光绪十三年(1887 年)南关十字街何文波立卖房契[20]203 等房契中,
均出现此语。 村落整体向外排水的大水道归集体所有,而各个农户院落自身排水道的所有权往往归各

户所有,使用权有时则会出现共有的情况,尤其是存在邻里纠纷的情况下,是相互协商的结果。 正是在

这样的排水网络和水道权利体系下,乡村社会的日常排水才得以正常运行。
(二)滴水

滴水,顾名思义,即用来滴水的地方,其含义往往是特指房屋建造时屋后专门设计保留以供排水的

一小块空地。 如清华馆藏契约山西平阳府岳阳县“道光十七年(1837 年)十二月十三日赵万寿立卖舍

基地契”(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3176[E]):

图 10　 T3176 号文书

其中提及营房后舍基时,“南至营房滴水簷”即南至营房后加滴水空地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滴
水”的存在并不是晋南的独特用法,在山西甚至整个华北的其他省份也可见到。 如晋中孝义县王屯村

“光绪三年(1877 年)十月二十二日任五权立卖死契文约”中任五权所卖祖遗墙东白地“南至卖主场房

后滴水簷”(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3256[E])。
“滴水”一词在华北其他省份也可多见,河南林县“同治十年(1871 年)八月崔武魁立绝卖地契”中

所卖土地四至中亦提到“西至岸下滴水”“中截至崔姓岸滴水,西截至岸下滴水”,更可证滴水实指土地

(清华馆藏契约文书 T3242[E])。 再如现存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街道北神头村颜文姜祠所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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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 年)地契碑”记载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燕誉堂李、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善信

王永禄先后捐地施予雹泉庙所订立的契约中“墙外滴水”便作为交易园地的四至之一[21]270。 山东省淄

博市博山区山头镇冯八峪村土地庙所存“清同治七年(1868 年)高立质施地黑山神庙地契碑”亦可见

此说:
立施地字据高立质,今将买到庄东地基一处,南北长两丈,东西宽五尺半,东至院墙滴

水,西至土地庙,北至滴水,南至大门外三尺为界,四至分明,情愿施与众善修盖黑山神庙,并
将地基粮银永远代封。 如有争差违碍,施地主一面全管,立石存证。

同治七年(1868 年)闰四月初八日立。[21]627

可见,“滴水”一词的使用在华北是普遍现象。 更进一步,笔者还发现,在上海、浙江、大理、成都、
徽州甚至台湾等地发现的契约中也见此词。 如上海光绪九年(1883 年)九月罗进达等卖房地契中,罗
进达在光绪年间将市楼房卖与布业公所,其房“四至:东至大街,南至谢屋,西至滴水为界,内进亦是滴

水为界,北至唐屋,合贴天井己墙为界” [22] 。 浙江石仓《清宣统元年(1909 年)王文化同弟断截房屋

契》:“正屋楼宇左边壹间,谷仓贰眼,前后滴水,左边滴水,右边槐信楼屋毗连。” [23] 成都龙泉驿《“民国

二十四年”(1935 年)李正璜同子杜卖林园树竹等文契》:“正瓦房一通,横过至左墓角滴水与刘姓基址

直出为界,右边瓦房一连,直下大曹门下边草房屋一连横过门……” [24] 咸丰五年(1855 年)云南大理吴

应林、吴应春弟兄二人将祖遗耳房一所永远送与堂兄吴顺林名下地契文约中,房屋“东至滥鶯(阴),西
至鶯(阴)沟,北至滴水,南至中梁,四至开明” [25] 。 徽州《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倪国瞻卖土库屋

契》:“立卖契倪国瞻,今将标分得土库屋乙重,坐落本都九保,土名洪乞畔下大比住基,东横路直出通

大路西,本屋墙脚外地、南吴墙滴水,北余屋墙脚地,四至内基地……” [26] 台中《清道光五年(1825 年)
黄代敬等杜卖尽根店契》:“……坐西向东,东至车路为界、西至后落墙,转南林蔡二家店,后滴水外一

横,小圹地三叚,共一连,墙围在内为界。” [27]

此处无意解决“滴水”的词源及传播问题,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在有清一代,滴水词汇

的使用地域极广,而滴水在百姓居住院落中也广泛存在。 从上述契约中,我们可以发现滴水在房院交

易过程中往往作为四至的边界之一,由于其作为边界,更出于排水的需求考虑,为了避免纠纷,往往在

交易之时,就其作出特殊说明。 如直隶保定雍正十一年(1722 年)北门内刘乙照、刘文园卖房手写草契

中就卖后房屋作出特殊说明:“计开　 东墙属买主崔,北墙属买主崔,水道向西流,如盖北房后有滴水地

基。 因是祖房,原契失落,日后寻出,视为故纸,并照。” [20]1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延寿寺马云凤、马
云鸣卖房契中在说明“墙垣水道照旧行流”后,又批“南院北上房,后山为齐,东西照直,南院上房后有

滴水,并无后门,又照” [20]54。 而光绪十年(1884 年)邱星平、邱保恩卖房契中则更直接注明:“西上房后

南头砖土井一道,宽五尺,北头宽五尺。 北首水口一个,向西走水;南首水口一个,向西走水;又外中厕

有水口一个,向南走水。 北院北房后有滴水三尺,雨下不准侵占前院,北房后有滴水照旧行流。” [20]183

尽管 1949 年前所做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从中我们仍然可

以窥探当时的大貌。 茲以当时南京政府所做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为中心,就其中华北四省涉及

滴水问题的习惯摘录见表 1。
从表 1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滴水的宽度往往遵循一定的民事习惯;(2)滴水乃为自己房屋

建造时所留,与院落同属,归业主所有;(4)滴水纠纷往往出现于邻里之间,与相邻权密切相关。 滴水

虽小,但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深远。 山西作家张石山在讲述家乡太行山区盂县红崖底村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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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老契”时,提及合作化之前自家的土地(地基)买卖立契时谈道:
那契约上,要写明房屋的“四至”。 内地盖房,除了窑洞多是瓦房,瓦房前后两披瓦出水,

比方东至要写:东至东房后檐滴水。 这儿所说的后檐,有房屋营造尺寸,二尺二的出檐你不能

多出一寸去,不然就和邻家起了地界纷争。[29]

表 1　 华北四省关于滴水之民事习惯

省 县 习惯 内容

直隶
安国、

安新等县
滴水地之借用

建房以自己之地界留有滴水之基址最为普通,乃于自己地界不留余地,竟借用
地邻毗邻之地基作为滴水地,应可认为一种特殊之习惯[28]19

河南 开封县 第四　 屋檐滴水
地主建筑房屋,不得使檐水注滴邻近,然亦仅以不致伤及邻屋为已足,初无墙,
外必留若干尺之限制也。 至市井繁盛之区,房舍比栉,或无余地可承滴水,多
在檐头修一天沟,引水回流,俾入己院。 上据张会员鼎动报告[28]41

山东

平度县 第三　 借山不借水

借山墙可以盖屋,其滴水不许侵入邻人地内,谓之“借山不借水”。 又出水阳沟
非自己界内,不能任便修理,亦是不借水之意。 按:借山不害他人之利益,相邻
间之睦谊,自无妨于借,若滴水及水沟侵入人屋,则损害殊多,其不许借也
宜矣[29]108

嘉祥县 第二　 滴水地 建筑房屋,须留滴水地二、三尺。 按:此种习惯不仅嘉祥县一处有之[28]112

栖霞县 第三　 水流原形
房屋卖契载明水流何方者甚少,普通习惯,契面有“水流原形”四字,即依其顺
势,以最低之某院为放水之处[28]118

山西 平遥县 第一　 房屋滴水地
房屋滴水地,除契载尺寸明确及界址明显者外,以距离墙根六寸或八寸为滴
水地[28]256

三、结语

至此,我们利用清华馆藏晋南 5 个村落的清代契约文书、华北已刊契约碑刻及正史方志等材

料,对清代华北区域田宅交易中的“水”问题作了基本的梳理和分析。 从田与宅的交易出发,水地、
水分、水路、水道、滴水纳入土地交易的研究视野当中。 自然资源“水”在土地经营和农户生活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被赋予社会属性,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土地交易而言,具有稳定

灌溉水源的水地质量高于其他土地,进而直接影响土地交易的方式及价格,而官府在征收赋税时亦

利用此点对土地等级、赋税科则进行划分;在官府主持、民间主导下,村落灌溉用水形成了体系化、
网络化的水权管理分配体系,但水分的最初获得与实际灌溉用水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因而水分出现从土地单独分离而出的趋势,官府和民间组织从社会稳定、保证赋税征收的角度出

发,对于水分单独出卖的现象采取禁止的态度,正是在二者的张力下,我们看到水分单独出卖和地

水一同出卖并存的现象。 灌溉用水引入农田的过程中,必然要借助“水路”,因而在交易中对于个人

拥有的水路使用权往往进行明确的说明和规定。 对于房院交易而言,不存在灌溉用水的问题,相反

需要向外排水,而水道和滴水存在的作用即在于此。 有别于村落整个向外排水的主水道,农户房院

直接进行排水的水道属于个人所有,往往在交易时进行加注说明。 滴水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房院

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交易时会特别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滴水同时又常常是房院的边界,其作用

就不单单是排水那么简单了。 滴水作为排水和边界的两项功能,使得其在邻里纠纷中往往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而民间社会关于水道和滴水存在一套自发的规范原则,以保证乡村社会的稳定。
杨国桢先生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序言中曾提出“中国经济史学界应当给中国所有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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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史)的研究一定的地位,花大力气去重构中国所有权史的理论体系,从土地所有权关系延伸到

其他各种财产所有配置关系,开发这一领域未知的知识和信息,理清中国传统产权变迁的脉络和规

律,找出传统中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改革实践提供借鉴” [30] 。 也就是不单单关注于土地,也要关

注于其他财产的产权问题。 刘志伟教授在其最近出版的《借题发挥》一书中再次强调杨国桢先生对

产权的理解,并提出这一角度值得以后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他指出,明清时期的一些新征象,“如土

地的‘自由’买卖、契约关系发达、自耕农经济的普遍、雇佣关系的发展等等”,虽然看似与西欧资本

主义发展早期的某些征象相类似,“但是这些征象在中国出现时,财产法权关系和个人社会地位都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而在近代西欧,这些征象的出现,却伴随着一个私有财产与个人社会地位

神圣化的过程。 这一差别至少可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变迁总不能突破传统的结构。 而上

述征象在欧洲出现却意味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 “尽管财产关系在表层上变动不居,却总未能引

起财产法权形态及观念在文化深层突破传统模式的革命性更新……在近百年来中国由传统向近代

的历史转变中,身份关系制约下的财产关系和模糊的财产法权观念,不但没有受到冲击,甚至还往

往是扭曲异质文化的一个渊薮” [31] 。 而在讨论水地、水分、水路、水道、滴水问题时,本文无意超出陆

地之外去看,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和田宅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其本身就应视为土地问题

的讨论范畴。 本文仍从土地问题的角度出发,是希望能与目前诸如“水利社会史” “水上人群”等研

究相衔接。 村落中的道路、山林果实、厕所粪池等,其实同田宅一样,也存在着复杂的交易样态和实

践方式。 从土地出发,将土地扩大至财产,以讨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我们

才能更好地理解乡村社会的实态和运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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